
　2008 年 1 月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Jan.2008　
　第 45 卷第 1 期 Journal o f No r thw est No rmal Univer sity ( Social Sciences) Vo l.45 No.1　

[ 收稿日期] 2007-11-01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美国中东关系中的伊斯兰教因素研究” ( 04CSS004) 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 刘云 ( 1966— ) , 男, 甘肃酒泉人, 历史学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从事中东史研究

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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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加强中央集权的奥斯曼帝国改革, 导致了官僚集团内部推动现代化力量的形成, 这一力量最终推翻了帝国

的王朝统治。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和凯末尔改革都遵循着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模式, 改革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政治

方面, 经济现代化长期受到忽视。凯末尔改革造成了上层官僚的世俗文化与下层人民的伊斯兰文化的断裂。 当代土耳

其多党民主制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将广大的农村人口卷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 同时经济精英也成长起来, 土耳其的政

治现代化有了国家体制之外的推动力量, 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遇到了挑战。军事政变与政治伊斯兰的兴起都反映了

当代土耳其两种现代化道路与模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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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奥斯曼帝国的百年改革:

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形成

　　奥斯曼帝国改革的启动以及整个现代化过程都是一种

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模式的典型。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王室 、

政府与军事官僚的政治利益[ 1 ] ( PP.6—8) , 为了抵御西方

列强的侵略和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统一。[ 1 ] ( P6) 采纳现代

西方的科学技术与西方国家的组织机构对奥斯曼帝国来说

都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有力手段。

奥斯曼帝国现代化最初是在封建君主和封建官僚的主

导下启动的。没有传统社会势力的最初参与, 现代化要成

为一种主动的改革进程是不可能的。素丹的改革也得到了

其他传统势力的支持。 1808 年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就是在贝

伊拉克塔尔·穆斯塔法帕夏领导的阿扬联合力量的帮助之

下掌权的, 穆斯塔法帕夏在谢里姆三世退位之后变成了改

革的支持者。素丹承认了阿扬在各省已经获得的实际权力,

具有世袭性地位的阿扬则完全支持素丹对军队的重组以及

对军事和税收的最高权力。[ 2] ( PP.81—83) 高级乌勒玛是

马哈穆德二世时期支持改革的又一传统社会力量。作为统

治阶级的组成部分, 乌勒玛为了宗教与国家的利益而支持

改革。[ 3 ] ( P38) 他们是宗教权威 , 他们对改革的支持安抚

了低级乌勒玛和民众的不安情绪。

谢里姆三世和马哈穆德二世改革的重要性并不在其实

际成就, 而在于这些改革导致的对以后帝国政治现代化发

生重要作用的一些间接后果。首先, 随着改革的发展, 出

现了现代官僚阶层, 尤其是 1833 年最高波尔特翻译局的设

立及其规模和重要性的增长, 使帝国的现代官僚阶层在制

度框架内开始形成了强大的势力, 成为日后推动改革的主

要力量。日后许多改革派的重要人物都出自最高波尔特翻

译局。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精英, 他们的权力来源于素丹,

来源于国家机器的现代化过程。 这些新型的社会力量的共

同特点就是他们都希望保护国家机器免受来自内部和外部

的威胁。以这些新的官僚阶层为核心, 现代政府职能部门

和相应的管理机构发展起来了。 帝国时期的改革奠定了以

军官和文职官僚精英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模式, 我

们将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的这种模式定义为权威主义模

式, 就是在这种模式下, 帝国走上了主动的现代化道路,

这种模式至今仍然影响着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奥斯曼帝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加速改变是坦志马特

( Tanzimat, 意为改革) 改革开始之后的事, 加强中央集权

的现代化改革中出现的现代力量对奥斯曼帝国的最高权威

提出了挑战, 这是改革的实施者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的事

情。军官 、 行政人员 、 教师 、 知识分子等现代职业阶层,

与国家的现代机构存在着直接联系, 他们的人数不断增长,

要求进一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 1865 年, “青年奥斯曼

人” 开始宣传他们的思想。 他们主张在伊斯兰原则基础上

实行宪政和代议制;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 反对阿扬和德

雷贝伊的分权倾向;主张以祖国 ( Va tan) 的认同取代传统

的对米勒特 ( M illet, 民族) 的认同。[ 4 ] ( PP.262—265)

青年奥斯曼人与过分西化又几乎完全垄断着现代国家机器

的官僚上层展开激烈争论。 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立宪主义理

论 、 代议制政府理论和国家语言改革理论的先驱。 这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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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既来源于坦志马特时代的社会变迁, 也来源于改革诏令

的法律精神, 后来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重要思想源泉。

在前大维齐米德哈特帕夏的领导之下, 青年奥斯曼人

与文人官僚 、 军官联合起来, 展开了立宪运动。 1876 年 12

月, 在部分军队的支持之下, 青年奥斯曼人争取到了帝国

宪法的颁布和议会的建立。 代议制度的实行也是现代化改

革导致的社会变迁的结果。 帝国设立议会的必要性和可能

性并不是由文化决定的, 而是由帝国多样化的社会结构和

政治制度所需的政府职能的必要性决定的。[ 4 ] ( PP.267—

268) 现代化冲击下的奥斯曼社会与传统的社会相比越来越

多样化了。有势力的传统社会力量, 诸如素丹本人 、 地方

贵族 、 部落领袖和具有传统倾向的乌勒玛, 仍然是奥斯曼

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坦志马特时代发展起来的现代力

量在帝国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进步

作用。而且诸如乌勒玛 、 官僚 、 军队等社会集团由于利益

的不同发生了内部分化, 有些倾向于现代化, 有些则倾向

于传统。

哈米德二世的专制主义失败了, 而推翻奥斯曼帝国统

治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思想却在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进

一步形成了。 1895 年进步与统一委员会建立之后, 青年土

耳其运动开始活跃起来, 并能不断地得到军队的支持。

1908 年 7 月青年土耳其人在萨洛尼加发动起义, 素丹被迫

恢复宪法和议会。通过对宪法的修改, 素丹从拥有绝对权

力的君主变成了名义首脑。 1913 年, 恩威尔 、 塔拉特 、 杰

马尔三巨头建立了独裁统治, 提出了激进的社会改革纲领,

其中包括法律的世俗化 、 妇女地位的提高 、 组织选举 、 建

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 5 ] ( PP.49—50)

新军和现代官僚机构的建立本来是为维护帝国的统治

的, 但来自新式军队和现代官僚机构中的社会力量最终转

而反对帝国的素丹制。改革进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最终摧

毁了素丹制的基础, 结束了奥斯曼帝国五百多年的统治。

奥斯曼帝国现代化进程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奥斯曼

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变;其次是国家的改革精英们的有目的

的改革行为。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几乎是在一种强制性的轨

道上运行。哈米德二世的专制主义统治表明, 强制性的现代

化道路加剧了传统统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奥斯曼帝国的权

威主义现代化最终破坏了它保卫传统秩序的初始目的。

由于军事安全的需要而引发的对军队和官僚机构等现

代国家机器的现代化不仅是奥斯曼和土耳其现代化的聚焦

点, 也是其动力。奥斯曼现代国家制度并不是通过各种社

会力量的合力而形成的, 而是通过统治上层的强制实现的。

国家制度的严格等级划分 、 国家机器与统治精英被看作是

同一种东西, 都反映了奥斯曼改革及这种改革的强制性轨

道的权威特征。由安全的需要而推动的土耳其的现代化有

两个明显不同的面孔。一方面, 它是一种面对外部压迫的

战略调整;另一方面, 对内则是一种统治上层强加的社会

政治工程。

二 、 凯末尔对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继承

如果我们考虑到奥斯曼改革的动机和目的, 色弗尔条

约则是这些改革完全失败的证明。通过政治和社会结构的

现代化保卫帝国和挽救政府的努力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加速

了帝国崩溃。但是, 一百多年的现代化为土耳其民族运动

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奥斯曼帝国的解体 、 人口的民族与宗

教构成方面的变化, 为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出现在领土范围

和民族构成方面创造了必要条件。民族主义运动将东方问

题的劣势转变成了优势。对希腊侵略者战争的胜利标志着

土耳其在东方问题上的被动受制的外交结构发生了变化。

在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的基础上, 1922 年 10 月 11 日, 伊诺

努与协约国签订了洛桑条约, 结束了古老的东方问题, 土

耳其进入了现代国家体系。

但是, 现代土耳其不仅仅是凯末尔的发明。凯末尔领

导的土耳其共和国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奥斯曼帝国改革的

遗产。

凯末尔改革的推动力量仍然是上层官僚—军官集团,

这个集团是奥斯曼帝国后期的改革孕育的。 民族解放运动

和世俗化改革的社会力量都是由奥斯曼帝国的改革造就出

来的。三巨头逃走之后, 进步与统一党的许多地下组织依

然存在, 这些地下组织对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重要贡

献。[ 6 ] ( PP.68—88) 凯末尔也承认, 进步与统一委员会的

成员参加了安那托利亚和鲁米利亚护权协会, 接受了护权

协会的纲领, 是土耳其的民族精英。[ 7 ] ( P66) 凯末尔是奥

斯曼帝国后期的现代主义者转变为民族运动领导人的典型

代表。他们属于与坦志马特时代的社会结构变化有密切关

系而又在哈米德时代与奥斯曼王朝关系破裂的社会阶层。

这个阶层通过立宪运动 、 青年土耳其运动和凯末尔主义革

命而得以延续不断。作为社会进步与教育的载体的军队对

凯末尔人生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凯末尔属于帝国后

期的训练有素而知识丰富的军官和文职官僚上层之一。 他

还深受现代奥斯曼积极精神与孔德 、 孟德斯鸠 、 伏尔泰 、

卢梭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8] ( P22) 这种个人与教育背

景使他变成了民族主义运动中共和派的理想代表。凯末尔

是军事官僚精英中的年轻成员, 是激进的土耳其民族主义

的忠实支持者。凯末尔改革受到了具有权威思想和精英意

识的官僚-军官集团的支持, 它在精神上和国家中心倾向

上与奥斯曼的现代化改革非常相似, 奥斯曼现代化的大多

数特征在凯末尔时期依然存在。

共和人民党的领导层与军队 、 政府构成了一个统治集

团, 共和国精英的社会背景 、 世界观和政治思想都建立在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进程和社会变化基础之上。他们将政府

看成是他们个人的领地, 就像奥斯曼时代的官僚和军官们

将朝廷和最高波尔特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一样。奥斯曼帝国

的权威主义变成了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凯末尔推行的现代化改革仍遵循着自上而下的权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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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改革模式。与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一样, 凯末尔主义改

革的目的也是为了在内外威胁的环境中保卫国家机器, 保

障上层军官和文人官僚的地位。改革主要是在上层精英主

导下强制推行的, 世俗化改革也只是在大城市和国家制度

层面上进行, 几乎没有触动土耳其大众, 缺乏大众的支持。

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除了独立战争之外, 实际上是官僚内

部斗争的产物[ 9] ( P199) , 当安卡拉在进行全面的改革时,

土耳其的绝大多数人民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传统生活之中。

一开始, 凯末尔主义者就与一些传统的势力相妥协, 他们

不得不依靠传统的领导者作为中央和地方的中介。与以前

的青年土耳其人一样, 凯末尔主义运动是围绕乡村的传统

贵族组织起来的, 这些传统贵族的影响在议会政治和党派

活动中可以充分地感受到。[ 10] ( P106) 在民族国家的旗帜

之下, 共和国政府维持了安那托利亚传统社会的主要模式。

共和国政府的高压政策与奥斯曼帝国时代并没有太大的区

别。凯末尔主义精英的社会习气也是如此, 奥斯曼时代就

存在的中央和地方的巨大差别现在依然存在。

在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中, 凯末尔同时使用了现代和传

统权威资源。这方面, 党 、 军队和官僚机构是法律权威的

关键而合理的工具, 同时, 这些机构内的相互关系 、 领导

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中家长式的等级

制特征, 与传统统治制度是相似的。与帝国后期一样, 凯

末尔时期的土耳其社会中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社会结构是

拼凑在一起的。[ 11]

从内容上看, 凯末尔改革尽管披着新的西方化的外衣,

但它更多的是对奥斯曼社会 、 政治 、 文化模式的一种民族

式的复兴。凯末尔在改革中不断强调要使土耳其进入西方

文明国家的行列, 而 “文明” 一词在奥斯曼改革时代的官

方文件中已经频繁地出现了。[ 12] ( P176) 世俗主义原则在

土耳其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世俗化是奥斯

曼帝国的改革目标之一, 是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精英们

的根本原则, 是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主要趋势。世俗化改

革也是凯末尔现代化的主要特性。但是, 宗教在土耳其人

口中的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并不能简单地以行政法令的形式

而消除。在政治中被世俗主义取代的只是官方宗教及其影

响, 并不是民间宗教。 世俗化是消除以宗教手段反抗现代

化精英和中央政府的可能性的一种手段。[ 9 ] ( PP.208—

209) 世俗化的实施将宗教从政治中分离出来, 同时维持政

府对宗教事务的干预。 1924 年建立的宗教事务委员会是政

府干预宗教的主要工具, 它负责管理清真寺并任命伊玛姆

和宣教师。[ 13] ( P87)

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主要思想是在帝国后期知识分子关

于帝国的政治未来的争论中形成的。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识

主要是土耳其人在保卫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中逐渐陷于孤立

的经历造成的。但在 19 世纪晚期青年奥斯曼人的著作中,

民族 (米勒特) 一词仍然具有强烈的宗教内涵。在凯末尔

主义的民族主义中, 为了给土耳其领土范围内的民族主义

提供一种理论纲领, 民族概念中的宗教成份得到了净

化。[ 5 ] ( P51)

土耳其共和国同样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问题。 国

家主义法令的实施与国家对经济的密切控制都与奥斯曼时

代有相当的相似性。可以认为 “凯末尔领导下的国家主义

的许多重要方面都源于坦志马特时代的并不顺利的工业化

努力” 。[ 9 ] ( P76) 另外, 它也是对青年土耳其人实行的以

国家手段创造土耳其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的继续。共和

国早期的教育政策的主要着眼点是为国家官僚机构提供人

力资源, 这与奥斯曼时代的教育改革非常相似。[ 14] ( P386)

革命主义 、 共和主义和平民主义等原则背后的法国哲

学, 在 19 世纪后期的知识分子中已经流行。革命一词在坦

志马特时代就已经进入了土耳其的政治词汇之中。[ 2 ]

( P165) 平民主义和革命主义都是独立战争时期鼓动人民的

一种手段。共和国建立后, 平民主义成为一种社会团结的

概念, 它否认土耳其的社会分化, 成为证明一党权威制度

正当性的有力意识形态工具。

共和主义思想也不是新出现的东西。许多青年奥斯曼

人都曾经称赞共和国制度。 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转变是坦志

马特法律与行政改革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共和国的精英们同样从帝国那里继承了国内各种政治

势力组成的复杂结构。洛桑条约之后, 凯末尔和他的同事

们不得不加强权力以对付来自国内的威胁。 国家的统一与

统治上层的利益再次变得同等重要。土耳其国家的生存斗

争与国内的权力斗争交织在了一起。

凯末尔主义者权力的巩固通过两个过程:对思想文化

的垄断和对武装力量的垄断。获得这种垄断的最主要的政

治工具是凯末尔建立的共和人民党。文化改革为凯末尔主

义者独裁的合法性创造了必要的意识形态资源。凯末尔还

采取有力的政治措施排除了政府和军队中的异己分子, 加

强了自己对政府和军队的控制, 确立了共和人民党的权威

统治。

另外, 凯末尔的开明专制主义在许多方面都相似于阿

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的权威统治。 哈米德的中央集权政策和

强有力的社会监视能力, 都说明他是统一主义者和凯末尔

主义的权威政治的先驱。凯末尔进行了文化革命, 以土耳

其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工具, 哈米德二世试图使奥斯曼

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成为政府合法性的主要依据, 二者的

相似性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哈米德在利用本土的宗教符号,

而凯末尔和他的同事却在使用他们西方知识中的文化资本。

他们不仅成功地对外使用了民族国家话语, 而且垄断了国

内民族文化。这样就为统治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必要的意

识形态手段。凯末尔主义政府完成了坦志马特时代就已开

始的从传统权威向现代权威的转变。

三 、 多党制的实行与权威主义

现代化模式的突破

多党制的实行使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面临着越

来越多的挑战, 这种模式的局限性与内在矛盾也不断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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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实行多党制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最重要的政治

变化之一, 多党制的一整套原则和结构体系都是由上层精

英确立的, 这一变化依然是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模

式的继续。但多党民主制的实行加上战后经济的发展使土

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原来处于政治边

缘的中下层人民卷入到政治现代化进程之中, 许多政党都

受到了来自上层精英之外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推动, 推动土

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另一种力量正在兴起。

多党制的发展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是同步的。 当代土

耳其的大企业主要分布在伊斯坦布尔和马尔马拉海区域,

主张与欧共体的经济一体化, 赞成西方化与市场经济。 由

于国家主义和二十多年的国家控制的进口替代政策的结果,

大企业严重地依赖国家。[ 3] ( P102) 它们能够优先得到政

府补贴。来自大企业的经济精英与军队及政府官僚集团有

着密切的联系。许多大企业都与军队的经济支柱 “军队互

助协会” 进行了联合, 经济精英与国家精英就有了一种制

度性的和解。由于利益方面的一致性, 土耳其的军官 、 官

僚 、 政治家 、 大企业的代表控制了土耳其现代社会权力资

源, 这种地位由于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而具有了合

法性。

中小企业主要分布于安那托利亚地区。它们反对多国

公司 、 反对垄断, 主张国家采取措施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

由于中小企业主大多来自于传统社会阶层, 因而具有很强

的宗教倾向。救国党和繁荣党等伊斯兰主义政党正是代表

着中小企业的利益, 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救国党的兴

起反映了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大工业家 、 大商人

与 “ 居住在安那托利亚的手工业者 、 小商人的利益冲

突。” [ 15] ( P97)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土耳其的工业化和城

市化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发展, 职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

主的白领阶层在城市中成长起来, 同时工人阶级的队伍也

得以扩大。繁荣党 、 正义与发展党针对 20 世纪 90 年代土

耳其社会存在的政治腐败问题 、 失业问题 、 城市的贫困问

题, 提出了自己的纲领, 在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获得了大

量的选票。[ 16] ( P35)

伊斯兰教的复兴及其政治化是随着 1946 年以后边缘大

众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开始的。多党制的实行与巨大的社会

变化强烈地影响了边缘人群的生活, 转变了他们在经济 、

政治 、 文化领域流行的传统模式。迅速的城市化进程, 尤

其是传统社会的解体, 结束了城市与农村的分离。 人口的

高增长率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

的转移。[ 17] ( P26) 涌进城市的农村人口往往处于社会底

层, 伊斯兰教自然就成为他们表达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工具。

所以伊斯兰复兴是土耳其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政治上的反映。

各党派都不得不重视土耳其社会结构的变化。 边缘人

群的政治觉醒和他们在全国选举中在人数上所占的绝对优

势使各政党越来越关注农村的政治要求。两个世纪以来一

直是土耳其现代化特征的中央与边缘的断裂, 在多党制条

件下成了土耳其政治的关键问题。大多数农民都把共和人

民党与中央政府的压迫看成是同一回事, 而中右政党正好

利用了这一点, 他们把共和人民党人说成是上层官僚, 在

农村修建道路 、 水渠 、 清真寺和其他公共设施。[ 5] ( P260)

民主党执政的十年中, 无数的新清真寺兴建起来了, 许多

圣陵对公众开放了。[ 18] ( P68) 政府为培养宣教师和诵经师

新建了许多伊玛姆-哈底普学校, 许多大学设立了神学系。

由于取消了一党制时期的政治垄断, 凯末尔主义在社会文

化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受到侵蚀。曼德列斯 、 德米雷尔和

厄扎尔都与宗教圈有着密切的联系, 并在他们的政治活动

中使用伊斯兰教符号。中右政党还把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组

织与政治动员工具。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社会变化的冲

击下, 共和人民党发生了由权威性的国家主义者向中左方

向的政治转变。尤其是在比伦特· 埃杰维特于 1972 年继伊

诺努之后成为党的主席后, 共和人民党为了在城市移民和

工人阶级中争取选票, 明显地疏远了军队并执行了中左路

线。 1945 年以来, 民主党与其后继者在土耳其政治中一直

具有中右倾向, 变成了农民 、 城市居民 、 职业技术人员和

商人的政治表达工具 。农民 、 城市下层 、 小资产阶级由于

其边缘社会地位, 在一党制时期是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

的。[ 19] ( P13) 多党制的实施使他们得以用手中选票维护自

己利益, 并推动土耳其政治的发展。

伊斯兰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兴起对土耳其的现代统治集

团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领域建立起来的权力形成挑战, 标

志着政治现代化的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的兴起。繁荣党及

其领袖埃尔巴甘 、 正义与发展党及其领袖埃尔多安是伊斯

兰教在政治上复兴的代表。 由于诉求于宗教情感并宣传另

一种现代化道路, 救国党在社会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下

层社会和居于边缘地位的受过教育的选民中得到了大量选

票。[ 20]繁荣党和正义与发展党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们在穷

人中发挥了 20 世纪 80 年代政府经济规划中被忽略的社会

福利作用。[ 21]

当代土耳其的几次军事政变以及军队与伊斯兰主义者

的冲突并不是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 而是两种现代化

模式的矛盾与斗争。

1960 年到 1980 年, 军队发动了三次军事政变, 导致这

些政变的原因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政变前的经济与政治

危机威胁到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国家体制, 威胁到了世俗主

义力量在国家政治中的权威, 同时也对现代化的权威主义

模式提出了挑战。

1960 年发动军事政变的原因有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

还有军队地位的下降。 20 世纪 50年代后半期, 土耳其的经

济危机引起了政治形势的紧张。民主党统治时期 ( 1950—

1960 年) 削弱了军队的政治地位。 职业技术人员和商人代

替了军人在议会和政府中的位置, 后者在议会中的人数急

剧下降。 50 年代后期, 近一半的政府高级领导人来自法律

界, 而来自军队的高级官员只有 3%。[ 22] ( P268) 这与一党

制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 以前退役军官在政府高级职位中

明显占据多数。 1950 年选举之后新政府换掉了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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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列斯任内的六个国防部长中五个没有军人经历[22]

( P290) , 这证明民主党政府在有意地调整军人权力结构向

文人权力结构过渡, 这无疑削弱了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权

威, 引起了军队的不满。

1971 年和 1980 年政变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动荡使凯末尔

主义的国家体制处于危险之中。 1997 年 6 月, 由于繁荣党

政府的伊斯兰主义色彩, 军队向其施加压力, 埃尔巴甘被

迫辞职;1998 年 1 月, 在军队的强大压力下宪法法院取缔

了繁荣党。这是选举产生的政府在政治上服从军队的又一

个例子。

土耳其军队虽然多次发动政变, 但每次政变之后, 都

能很快还政于文人政府。军队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秩

序和凯末尔主义的原则, 维护凯末尔主义精英在国家政治

中的权威。政变建立了一种军事干涉的特殊模式:军队不

必直接掌握权力, 但可以作为一种中立而开明的调节力量

进行自上而下的干涉。这实际上是对奥斯曼精神遗产的继

承。[ 23] ( P120) 军队的行为保卫了凯末尔式的国家体制,

保卫了多党民主制。从这个意义上说, 军队对当代土耳其

的政治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 军队通过政变在土耳其政治体制中建立了自己

的独特地位。 1970 年以来, 军队在决定国防政策 、 国防预

算方面一直具有毫无疑问的发言权。在政治领域, 军队通

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控制政府。共和国总统是 “国安会” 的

主席。 “国安会” 秘书长是对总参谋长直接负责的高级军

官。“国安会” 的建议政府必须优先执行。军队政治地位的

提高及其制度化, 对土耳其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化形成了障

碍。

土耳其军队既是奥斯曼帝国改革的对象, 也是推动改

革的主体, 又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基本力量, 是凯末尔

主义和奥斯曼改革成果与模式的最适合的继承者。共和人

民党在多党民主制条件下失去了执政地位, 它在政治上的

衰弱被军队政治作用的上升补充了。三次军事政变可以看

作是军队从社会 、 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接管控制职能的连

续性步骤, 一党制时期这种职能是由共和人民党行使的。

20 世纪后半叶, 军官集团成为凯末尔主义权威的唯一合法

继承者。军队是维护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威主义 、 国

家中心原则的主要机构。换言之, 军队是从奥斯曼时代到

凯末尔时代的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改革模式的维护者。 战

后的多党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使边缘大众卷入了政治, 各

种政治势力兴起, 导致了政治上的多元化, 对凯末尔主义

者的权威和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形成了挑战, 而军事政

变的目的就是要压制这些政治力量的上升, 从而维护凯末

尔主义的权威与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

军队的思想与行为充满矛盾。一方面, 将军们是西化 、

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坚定提倡者;另一方面, 作为凯末尔主

义的卫士, 他们又坚持奥斯曼时代以来的权威传统。军队

在充当现代化先锋的同时, 又不愿看到现代化带来的社会 、

文化 、 政治的多样化。[ 3 ] ( P85) 这反映了凯末尔主义思想

及其改革模式的内在矛盾。 土耳其军队既是民主的保卫者

又是民主的障碍。

当代土耳其世俗主义官僚与将军们遇到的问题与挑战

表明上层精英主导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已经受到了局限。

土耳其多党政治的发展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都受到了卷入

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大众和经济上崛起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推

动, 这实际上代表着另一种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自下而

上的现代化。军队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通过军事干涉来维护

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 军队与伊斯兰主义政党之间的矛盾

代表了两种现代化模式之间的冲突, 也表明了国家的现代

化与维持社会统一及权威主义之间的矛盾性。在土耳其边

缘人群政治觉醒的冲击下, 权威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内在矛

盾公开化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政变并没有压制住现代化

过程中新出现的社会阶层政治力量的上升。 伊斯兰主义兴

起是凯末尔主义政府曾拥有的垄断权不断衰退的表现。 伊

斯兰主义对凯末尔主义提出了挑战, 表明凯末尔主义对思

想文化的垄断正在崩溃。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力量与伊斯兰

主义力量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冲突, 而

是两种现代化的设想之间的冲突。[ 24] 问题的核心是现代化

是否等于西方化? 是否可以进行非西方化的现代化? 军队

和凯末尔主义者代表着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模式, 认为现

代化就是西方化;而处于上升阶段的社会力量 、 尤其是伊

斯兰主义者则代表着受大众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模式,

认为可以发展非西方式的现代化。总而言之, 主导了奥斯

曼—土耳其现代化进程近二百年的权威主义模式正在被突

破, 受大众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模式正在出现, 这两

种现代化模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可能要在土耳其持续相当

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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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 rack of Turkish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LIU Yun

( Co llege of Lite rature, Nor thwest Normal Unive rsity ,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 Abstract] The reform of Ot toman Empire resul ted in modern bureaucratic eli tes w ho became main

propellants of Turkish modernization thereaf ter, and molded the top-down pat tern of modernizat ion.

Kemal inherited the pat tern of po li tical modernizat ion of O ttoman Empire.With M ulti-pa rty sy ste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vo lving rural population in the pro cess of mode rn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pat tern of authoritarianism w as challenged.M ili tary coup detat and the rise of po li tical Islam reflected the

conf licts between the tw o kinds of modernization pat tern.

[ Key words] Turkey;po li tical modernizat ion;pattern of autho ri tarianism ;multi-party sy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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